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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万里长城“解图”
——张玉坤与他的长城巨系统研究

李哲 王天莲

话剧《赶大营》：
演绎津商入疆诗章

何美

津派原创话剧《赶大营》于2024年10月在天
津首演，2025年赴新疆巡演，2026年8月18日作
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大戏，登上
北京舞台。该剧取材于清末天津杨柳青货郎追
随左宗棠西征新疆的真实历史，生动再现了“三
千货郎遍天山”的鲜活图景，旨在传承弘扬不畏
艰险、爱国爱乡、敢为人先、坚韧不拔、艰苦创业、
诚实守信的津商精神与“赶大营”精神，让厚重的
历史底蕴焕发全新的时代价值。
“赶大营”“闯关东”和“走西口”是清代至民

国年间三次规模庞大的内地向边疆移民浪潮，其
中，赶大营的历史地位尤为突出。3000多户杨
柳青人随军迁徙经商、务工、生活、定居的历史，
既藏着他乡谋生、商业拓荒的初愿，更有保家卫
国、“百艺进疆”的时代意义。清朝光绪年间，西
北突燃战火，外敌侵占国土，边陲岌岌可危。左

宗棠率数万大军西征，却面临物资与粮草匮乏的燃
眉之急。以杨柳青镇安文忠为首的挑夫们响应号
召，为前线运送药品及日常所需物资，遂产生了随
军营开展贸易的“赶大营”及经贸商人“大营客”。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群民间货郎

挑着货箱、踩着风沙，于渤海之滨出发，跨过河西
走廊，出玉门关，穿越茫茫戈壁，克服风餐露宿、商
号被焚、驼队遭劫等困难，一路向西，八千余里路
走了至少半年，终于抵达新疆大地。他们随军提
供补给，如大漠里的“流动超市”乃至百宝箱，足迹
绵延至天山南北。“八千里路云和月”，军民同心打
赢战役，捍卫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赶大营》以
现实主义手法演绎了一段平民史诗，铺陈了中华
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普通民众以商贸和迁徙
书写的家园共建画卷。八千余里路途中，有同袍
之谊、“黄沙爱恋”、赤子之心与乡梓之情；在新疆，
大营客们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各族群众在乡
村和巴扎同吃、同住、同交易，一些大营客与当地少
数民族通婚结亲，还有人学会了当地语言。
大营客们在新疆“安营扎寨”，由行商发展为

坐贾，成为“丝路津商”。千年古镇杨柳青“家家
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杨柳青年画、剪纸、风筝等
民间技艺以及先进的农具、耕作技术等被大营客
们带入新疆，促进了东西部互联互通。津疆跨越

山海的守望相助，日常生活与经济往来中生发的
族际交往，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基层社会的微
观样本。
这个跨越山海的商贾故事改编自作家王洪

海（笔名晨曲）的同名长篇小说，作家多年沉浸在
这一题材中，前后7次进疆采访。创排过程中，天
津人艺主创团队搜集了大量亲历者后代的口述
史，广泛查阅清史、天津地方史中的相关记载，考
证了以安家大院为代表的杨柳青镇历史遗存，并
前往新疆采风。剧中出现的每一幕都有真实故
事原型。编剧、导演在设计主角安文忠与乔俊英
以及白妞的两段情感戏里，巧妙安排让老年和青
年安文忠同台，分别由表演艺术家吴京安与天津
人艺张文明两位国家一级演员担纲，互相借鉴、
共通共融，联袂展现主角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命运
流转和对时代的审思。“小安”（安文忠）17岁即看

到商机，成为“赶大营第一人”，深入戈壁瀚海，追逐
大军步伐，从嘉峪关到伊犁，为湘军准备辣椒与烟
叶，途经各地进货更新，几十年时光匆匆过，从杨柳
青纤夫到大营客，再到“文丰泰”商号掌舵人“老
安”，直到建起“沙漠之舟”骆驼队。从汗巾到围脖，
从长辫到头巾，“老安”更像当地人了；穿上官服后，
“小安”乐呵呵地为中年的自己戴上五品顶戴。在
这个片段中，人物心理刻画细腻，主创用戏剧的方
式串联起赶大营历程与主人公人生旅途，以双向
对话视角阐释多元一体的历史叙事。
该剧在服饰、道具和舞美方面也颇为用心。

尤其在多媒体设计上，精心设置多块大屏幕，如
航拍镜头一般，展现壮美雄浑的边疆，令观众如
临其境——大漠风云变幻，“骆驼”行走在舞台
上；白妞送来满箱白银，是沉甸甸的情意，化作那红艳
艳的头巾。剧中的道具如草鞋、布鞋、烟叶、烙饼、年
画、剪纸等皆有意味，体现出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赶大营》不仅追溯、讲述了一段历史，更引

领人们把穿越历史之目光投射到我们当下生活
的时代。丝路续商脉，津疆结同心。在天津，杨
柳青安家大院、周家大院等昔年大营客的居所，
可供参观者追思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
忆。赶大营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等待着更多
的解读与表达。

沽上

丛话

在大多数人眼中，长城是一道墙，一段
史，一曲民族精神的咏叹。然而，在天津大
学张玉坤教授的视野里，它首先是一个等
待被“解图”的、复杂的空间巨系统。
作为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张玉坤数年的研究，正是将建筑学与
城乡规划学的系统分析方法，深度植入这
绵延万里的遗产机体，从纷繁的物质遗存
中，解读出一套层次清晰、运作高效的空间
逻辑与组织密码。他的工作为科学认知与
保护长城遗产开辟了新的学术路径。

万里长城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2003年年初，张玉坤教授带领团队启动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北方堡寨聚
落研究及其保护利用策划”。在对晋北、陕
北等地的田野调查中，他敏锐地观察到，大
量散布于荒野的废圮古堡与村落，并非孤立
存在的居住点，而是在空间逻辑与功能布局
上与明长城墙体有着严密的组织关联。这
一发现触发了他的学术直觉：长城绝非仅是
一道封闭的墙垣，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且
尚未被系统解读的军事聚落体系。
当时国内长城研究多聚焦于历史文献

考证、考古发掘或历史地理分析。作为建
筑学者的张玉坤注意到，长城作为人类文
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线性防御工程，其在国
土规划、防御空间构成、营建技术以及与之
共生的聚落形态等维度的价值，在建筑学
与城乡规划学科中仍处于系统性研究的边
缘位置。
基于对这一学术空白的洞察，张玉坤

果断调整研究重心，由广义的北方堡寨研
究专项集中聚焦至长城地带军事聚落的体
系研究。2006年，他又申请到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正式开始了对明长城军事聚落与
防御体系的基础性研究。2016年，建筑文
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
验室在天津大学建成，长城建筑遗产保护
与信息技术应用是实验室主攻方向。基于
这一认识，张玉坤带领研究团队，开始了对
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及其相关遗存的长期田
野调查与测绘工作。研究范围从明长城主
线不断扩展至历代长城遗迹。与以往考察
不同，团队运用建筑测绘、空间分析等专业
方法，对关城、堡寨、烽燧、边墙等各类遗存
进行了翔实的记录与数据采集，积累了大
量的第一手空间形态资料。
通过对海量田野调查资料的归纳、比

较与分析，张玉坤提出了理解长城的一个
核心学术观点：长城并非一道孤立的墙垣，

而是一个结构严密、层次清晰、功能复合的
巨系统。他将这一宏大的工程系统分解为
边墙系统、屯兵系统、烽传系统、驿传系统
等多个子系统。研究阐明，这些子系统由
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建筑实体（如镇城、
路城、卫、所、堡、关城、敌台、墙台、烽火台
等）作为物质载体，通过道路、信息等线路
相互联结，共同实现兵力部署、情报传递、
后勤供应与梯次防御的完整军事功能。
这一基于系统论和建筑层次分析的研

究框架，首次以建筑学的专业语言，清晰解
析了长城作为复杂工程系统的内在组织逻
辑。该理论不仅深化了对长城本质的认
识，也为长城遗产的价值评估、构成界定和
保护管理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依据
与方法论基础。

开启长城研究的“数字化长征”

在确立了“长城巨系统”理论框架后，
张玉坤教授并未止步于宏观论证，而是以
前瞻性的眼光开启了长城研究的“数字化
长征”。在他的整体指导下，团队成员李严
主持构建了明长城防御体系空间数据库，
将分布在万里之遥的墙体、堡寨、烽传、驿
传等资源进行空间维度的逻辑关联，使长
城这一复杂系统的运作脉络在数字世界中
第一次变得清晰可感，填补了长城防御机
制量化研究的空白。
为解决长城资源分布广、损毁快、人工

测绘难的问题，张玉坤指导团队成员李哲
利用无人机低空测绘等信息技术，开展了
长城全线图像和实景三维数据库建设。该
工程实现了对明长城全线厘米级的高清影
像采集和数字化建模，完成了对长城现状
的全面数字切片。这一数据库的建成，不
仅为长城预防性保护提供了精准的空间底
图，也为长城暗门、附燧等重要遗存的发现
提供了技术支撑。
这两大数据库的落成，不仅为长城这

一世界级文化遗产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数
字化档案”，实现了其在数字空
间的“永生”，更由于实景三维
技术的应用，使长城的保护有
了精准的数据支撑。它们不仅

为民族文化遗产构建了一份精准永久的档
案，更代表了一种将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
合于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研究的新阶段，
为“长城巨系统”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
撑与广阔的深化研究平台。
在长城全线数据采集之前，团队经历

了多年艰苦的技术准备。团队成员使用
航模飞机拍摄长城最早始于2004年，当
时设备性能、使用便捷性等都无法与今日
相比，故障多、失败率高、维护成本高，可
谓困难重重。不论遭遇何种困难、多少挫
折，张玉坤教授的全力支持是团队继续前
进的核心动力。无人机技术逐渐成熟后，
长城全线数据采集又面临交通条件差、步
行翻越效率低的瓶颈，张教授又支持购置
全地形车等小型越野车辆，以提高外业采
集速度。在2019年至2023年数据采集集
中期内，张玉坤教授组织了校内外团队一
起开展跨省数据采集，仅一个暑假参与人员
就可达三四十人，正是有了这样的团队
协作，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
遗产——长城的翔实数据连续获取。

“长城学”的跨学科代际性成长

张玉坤教授多年来的研究实践，逐步
推动形成了一个以建筑学为核心，融合考
古学、历史地理学、军事学等多学科知识的
交叉研究方向——“长城学”。他以天津大
学为基地，组建并带领了一支涵盖建筑历
史、遗产保护、城乡规划等专业背景的研究
团队。以建筑学为核心，吸收考古学的实
物分析、历史地理学的时空推演、军事学的
战略逻辑以及信息技术的数字化手段——
这种交叉研究方法，改变了以往各学科各
自为战的局面，使得长城研究能够从单纯
的物质保护层面转向对古代国家防御战略
与边疆治理逻辑的深度解码。
近些年来，张玉坤教授带领的团队承

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数
项国家级、省部级相关研究课题，出版了
《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规划布局机制研究》
《社区结构与传统聚落》等一系列学术著
作，硕果累累，并收获多项荣誉。
“长城学”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专

业人才的接力。在人才培养方面，张玉坤
教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田野调
查的严谨性与基础资料的重要性。多年
来，他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其中
许多人已成为国内高校、文博机构和规划
设计单位在文化遗产保护、建筑历史研究
等领域的中青年骨干力量，实现了该方向
研究人才的持续输送与学术脉络的传承。
张玉坤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

超越了纯学术范畴，产生了显著的社会
影响。其关于长城体系、层次与价值的
研究框架，为近年来国家推进的长城资
源调查、保护规划编制、保护工程实施，
尤其是当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顶
层设计与规划实践，提供了关键性的理
论支撑和学术咨询。他将长城视为古代
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视角，也为理解大
型线性文化遗产与国家空间治理的关
系，提供了历史参照。
在平日的教学和工作中，我们能感受

到张玉坤教授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老师，
他能够照顾到每位同学的情绪、心理，总
是给予鼓励、支持，提出修正意见的时候
也很讲究方式方法，让学生普遍乐于接
受。他还是一位对学生心理把握非常准
确的老师，话不多，但是每句话都“点在点
儿上”，总是在最关键、最必要的时候指点
学生，一句话切中要害、几句话剖析深层
想法或原因。即使对于已经毕业，科研工
作走上正轨的青年学者来说，这种引导也
是非常有价值的。
张玉坤教授的学术生涯，体现了社会

科学研究扎根中国大地、回应重大文化遗
产保护需求的特点。其工作以扎实的田野
调查为基础，以建筑学的系统分析方法为
工具，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开创了长城体
系化研究的新阶段，提升了建筑学在文化
遗产保护领域的贡献度，是为“学术有造
诣、学科有传承、学人有品格”的当代实践。
（作者李哲系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天莲系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在读博士生）

学人小传

张玉坤，1956年生，天津宝坻人。天

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文

化遗产传承信息技术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

验室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

注册建筑师，中国民居建筑大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天津大学建筑

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曾兼任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传统民居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长期从事长城防御体系、生产性城

市及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整体性保护

策略研究”等10余项国家级课题。主编

《中国长城志：边镇·堡寨·关隘》等专著14

部，构建明长城防御体系空间数据库及全

线三维数据库。主导汶川震后重建规划、

牟氏庄园旅游区规划等项目，获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

20余项荣誉。

观察20世纪中国

与世界关系的一面棱镜
——评《张彭春年谱》

杨一丹

19世纪末，因年久失修，海河河道淤积严重，加上本身河道弯曲，船舶
很难驶入河道抵达紫竹林码头装卸，为此，一些洋行和国内外机构陆续在塘
沽修筑码头、仓库，方便大船停泊卸货，由此带动了塘沽地区码头和仓储业
的发展。塘沽地处渤海之滨，一千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距今700多年时
成为滨海低地，并逐渐发展起聚落。塘沽得名于清末，初称塘二沽，意即大
沽之后的第二个村子，简称“塘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为停泊军舰，
运输士兵、枪炮与给养，各国纷纷在塘沽修建码头。此后塘沽码头逐渐发展
起来，多国在此修建码头，如英国怡和、太古的东沽小码头，法国的仪兴码
头，德国的东兴、德大码头，美国的美孚油码头，俄国的久大码头等，中国的
招商局、开滦矿务局、久大精盐公司等也在塘沽设有码头。1935年之前，塘
沽地区共有6个国家设置的21个码头，基本能满足2000吨级轮船的停泊需
求，个别码头如华裕码头甚至可以同时停泊5艘2000吨级轮船。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天津期间，出于掠夺和大规模运输物资的需求，需要

建造一个规模更大的海港。1938年，日
本内务省派遣调查队在塘沽和青河口实
地勘测，最终以运输便利、修建时间短，
以及接近天津（市区）发展工商业易见成
效为由，决定在塘沽修建新港。1939年
6月19日在北平设立了“北支新港临时
建设事务局”，1940年 7月该局移至塘
沽，同年10月25日开工。1942年7月第
一码头落成，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仅
完成修建计划的30%。抗战胜利后，塘
沽新港由国民党交通部平津特派员办公
处接收，1945年12月筹建“塘沽新港港务
局”，1946年4月23日成立“塘沽新港工程
处”，对塘沽新港进行维护和修建，并制定
了三年筑港计划，新港工程重新启动；但
因物资匮乏、运输困难、电力不足，加上国
民党组织、管理不善，塘沽筑港工程进展
缓慢，至1948年年底，航道和港池淤填严
重，国民党逃跑时掳走工程图纸、物资器
材，甚至沉没船只，新港成了“死港”。

新中国成立后，因经济建设需要，
华北急需一个有巨大吞吐量的港口。
1951年，塘沽新港的建设再次被提上议
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领导，成
立“塘沽建港委员会”，交通部部长章伯
钧担任主任委员，天津市市长黄敬等人
为副主任委员，并制定了塘沽新港建设
计划，力争1952年冬季万吨级轮船能
驶入塘沽新港停泊装卸，第一期建设工程全面展开。5000余名工人、干部
打捞和修复了200余艘被击沉的工程船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建港劳
动节约竞赛运动，工人提出合理化建议1949件，其中1108件被采纳实行，
及时排除工程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提高了劳动效率。如在码头加
固中的打桩和穿拉焊工程，最初使用3吨重的汽锤敲打木桩，连打两万下，
一个星期才勉强打入1根桩，如此，两年也完成不了打桩任务。为加速这
一工程，职工们连续提出9种合理化建议，使打桩效率由一星期1根提高
到一天14根，穿拉焊工程也由一星期1根提高到一天14根。在筑港工程
中，这种创新纪录多达1280件，涌现出一批建港模范。新港工人凭借手
钩、垫肩和破棉袄这“三宗宝”，靠人拉、肩扛提前完成了建港任务，创造了
全国港口建设史上的奇迹。1952年10月17日，新中国第一座自主改建的
万吨级深水港——塘沽新港正式开港，万吨级轮船“长春号”“北光号”“海
安号”等驶靠码头装卸。周恩来总理专门为新港开港题词。10月25日，毛泽东
主席专程视察塘沽新港。塘沽新港的开港，结束了天津港不能停靠万吨
轮的历史，初步完成了由河港向海港的转化。
此后，天津港不断扩建和完善配套设施。1957年至1961年，启动并完成

第二期扩建工程，新建5个万吨级泊位，扩建1个万吨级泊位，加深航道深
度。1973年，全国掀起“三年大建港”热潮，天津港作为其中“主战场”之一，开
启了第三期扩建工程，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同年，天津港成功开辟了我国第
一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1981年，天津港建成中国第一座专用集装箱码
头，开启了中国集装箱运输新纪元。1984年，天津港在全国沿海港口中率先
实行“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和“以港养港，以收抵支”的财政政策，
成为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者。自1993年起，天津港货物吞吐量以每年千
万吨级递增，2001年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大港，跻身世界大港行列，2007
年吞吐量突破3亿吨，6年间吞吐量连跨两个亿吨台阶。2010年，天津港成为
我国北方第一个4亿吨大港，新开发集装箱航线28条，实现了对世界主要港
口的全覆盖，港口等级达到30万吨级，成为面向东北亚、辐射中西亚的集装箱
枢纽港，中国北方最大的散货主干港，环渤海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港口。2021
年，天津港建成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全球首个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
2025年，天津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5.95亿吨，同比增长2.7%；集装箱吞吐量
2403.29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2%，位居全球港口前列。

从“三宗宝”人拉、肩扛起步，到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领跑世界，天
津港70余载沧桑巨变见证了中国港口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创新
与跨越腾飞的创业足迹。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

系列文章“河海文化汇天津”至此已刊发完毕。从下

期开始，本刊将连续刊发朱彦民的系列文章“甲骨文

与天津”。——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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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分别为张
玉坤教授主编出版的《六

合文稿》“长城·聚落丛

书”、大型史志体专著《中

国长城志：边镇·堡寨·关

隘》。

摄影：记者 吴迪

松谷泉声（中国画） 邬海青

崔国良编著的《张彭春年谱》近日由天津人民出
版社出版。该书以严谨的编年体结构，系统梳理了
这位横跨教育、戏剧、外交与国际人权事业的世界级
人物的生命轨迹。通读全书，可清晰地感受到编著
者多年的南开校史研究与戏剧史研究积累。这本书
以扎实史料、跨学科视野与细密考订，勾勒出张彭春
在20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史中的重要位置。
《张彭春年谱》以年、月、日为纲，串联起张彭

春自1892年生于天津，到投身南开教育、推动近代
戏剧改革、参与中国外交，再到走上联合国会场的
一生。从参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建（改制）工
作的教育家，到被誉为“北方现代话剧奠基人”，再
到《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起草人，张彭春的多重
身份在年谱中被纳入统一的时间结构，形成了一
条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思想与实践轨迹。
该年谱的突出价值，首先在于其将散见于校史、

回忆录、人权史、戏剧史等不同领域的材料重新收束
于同一框架之内。依托在南开大学长期积累的档案
基础、研究文献与口述史料，编著者在书中不仅呈现了
张彭春在教育制度建设、课程设计、戏剧社团活动中的
多项贡献，还细致揭示了他与严修、张伯苓、周恩来、曹
禺等人的学术联系、文化交往与理念互动，从而凸显他
作为“现代中国教育与文化实验者”的一面。

其次，年谱揭示了大量长期被忽略的史料片
段。在中国戏剧“走出去”的关键节点，如1930年
梅兰芳访美，张彭春担任重要的协调者、文化阐释
者和跨文化沟通者；1937—1940年赴美期间，张彭
春频繁通过演讲、报刊、广播等途径介绍中国戏剧
美学，以英文向美国公众解释中国戏曲的程式化
与象征性舞台语言。年谱将这些零散史料纳入严
格的编年系统，使“张彭春—中国戏剧—世界观
众”之间的文化链条变得清晰可见。这不仅为研
究近代中国戏剧如何在国际场域取得话语空间提
供了新线索，也为当代关于“中国故事如何讲给世
界听”的讨论提供了可追溯的历史参照。换言之，
这部年谱不仅记录了张彭春的一生，更通过他的
人生轨迹重绘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外交行动
史、文化传播史与知识分子实践史。

此外，“张彭春在国际人权事业上的开创”是该
年谱最具时代意义的部分。联合国官方明确张彭春
是《世界人权宣言》重要起草人之一，1947年，他作为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坚持把“良心”“兄弟情谊”
等词汇写入宣言第一条，并以儒家“仁爱”观念调和西
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该年谱的贡献还在于其追踪了张彭春在国际
人权话语形成之前的思想准备与行动线索：从他在
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
代化》，到回国后倡导以教育救国，再到抗战时期在
欧美传播中国抗战真相、争取舆论支持——这些看
似分散的经历，都在年谱中被重新串联，构成了一
个内在贯通的思想路径——从教育权到生存权，从
民族独立到人人享有尊严。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
场域中，张彭春运用戏剧性的表达、跨文化修辞与
哲学对话技巧，推动了《世界人权宣言》若干核心条
款的成形。年谱提供的历史证据，为重新思考“人
权的文化多元基础”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当
代人权话语的构建提供了可追溯的本土先声。

总之，这部年谱不仅填补了中国近现代史研
究中的重要空白，更让我们重新看到一个在国际
制度建构、文化传播与人类价值讨论中留下深刻
印记的中国学者。它不仅是呈现生平，更是以时
间为线，把“教育家—戏剧家—外交家—人权思想
家”四重身份织成一张跨越中国与世界的思想网
络，使张彭春成为观察20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
一面独特棱镜。


